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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尝试

性地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 探索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
展趋势，并采用全国 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知识密集
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
差异性，与制造业集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论在受地理因素影响方面，还是受累积循环

因果关系影响方面都较弱。另外，根据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由于中
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截然相反的集聚路径，这使得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将长期存在集聚效

应，而中西部地区在城市相对规模达到一定的熵值后集聚效应开始递减，为此，文章提出了中

国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 城市规模

一、前言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自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 如 Marshall

（1920）的外部经济理论，即认为产业集聚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专业化
市场等 3 种因素引起，而 Henderson（1998）等主要基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认为产业集聚
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引起的，随着以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
地理学的兴起，通过将“冰山”运输成本等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从而使得有关
产业区域集聚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取得了快速进步（Krugman，1991a；Kim，1995；
Hanson，2001）； 而国内大量的关于产业集聚的文献基本上都是综合考虑了以上 3 种理论分
析框架，并以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该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如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以及杨
洪焦（2008）等人。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制造业领域，随着世界

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特
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外包形式逐渐从原来的制造业职能中分离出来①，使得服务业的集聚
效应逐渐显现。自 Scott（1998）率先将“服务业集群”概念化后，关于服务业集群的研究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如伦敦的金融服务业集群（Amin & Thrift，1995）、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媒体集群
（Scott，1988）以及中国上海的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和北京中关村的中介服务业集群等。 国
内关于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如程大中
（2003）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部门和地区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服务业存在增加值比重
低、就业比重偏低和人均增加值比重偏低等“三低”现象，但产生这种现象有我国增长模式、经
济体制等原因，江小涓等（2004）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
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顾乃华、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表明中国三大地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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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加剧了中国服
务业区域发展失衡现象；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问题，如江静、刘志彪和于明
超（2007）基于地区和行业角度研究了生产者服务
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
制造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徐从才、丁宁（2008）
以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为视角，
分析了大型零售商主导下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

创新与流程再造的相互关系。
关于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目前国内尚处于起步

阶段，程大中、陈福炯（2005）在构造产业相对密集
度指标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相

对密集度的地区与部门差异性，并且认为除房地产
业外这种相对密集度对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产生

显著的正面影响，从而印证了“凡尔登定律”。 同时，
程大中 （2005） 基于 LQ 指数、RCA 指数和 K-spec
指数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区位分布与

地区专业化，并认为这种专业化的差异不仅是由服
务本身的“非贸易性”，还在于各服务部门专业化与
分工倾向的差异性， 但这仍然限于现象性的描述，
未能从计量模型上解释其变化的原因；胡霞（2008）
以熵指数为指标描述了服务业在中国城市的集聚

状况，并解释了其内在原因，但未能建立完整的理
论分析框架。 另外，王朝阳、何德旭（2008）通过对英
国伦敦的金融服务业集群的机制和效应的研究，得
出了对发展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经验和启示。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服

务业集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基本上

还是基于集聚现象的定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主要
采用理论性推理和描述性分析， 尤其是描述性分析
的方法应用比较普遍， 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定量实证
研究还比较少，鉴于以上两点不足之处，本文在新经
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融入新古典经济学和城
市经济学理论， 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模
型和理论框架，同时，以中国 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为样本对理论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 揭示了中国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 并在影响因素非线性命题
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这种集聚的发展趋势。
本文以 2006 年中国 22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

研究主体，理由在于：一是以往关于产业集聚的研
究主要还是以国别或省际为对象，而以地级市等更
加微观的主体为研究对象能更全面反映服务业集

聚的状况，吉昱华、蔡跃洲和杨克泉（2004）曾以 266

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为依据，在 Sveikauskas（1975）
和 Segal（1976）的基础上通过变化的生产函数对中
国城市集聚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工业部
门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 但第
二、三产业加总则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从而揭示
了研究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效益对于城市集聚经

济的重要现实意义；另一个在于相比较制造业集聚
而言，由于城市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
势，使得服务业在城市更能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以
城市为研究对象较为合适，而以国别或省际数据进
行研究则有可能存在高估的现象。
本文结构：第二部分以空间基尼系数为指标对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的描述和比

较分析；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研究基础上，综合新
经济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提出
一个有关解释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成因的四维

理论分析框架；第四部分讨论计量模型、变量的选
取以及对计量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在第四部分的
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中国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

的非线性命题；第六部分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特征性描述
关于产业集聚的度量基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

的测算方法，如从企业角度来看，可以通过赫芬达
尔指数（H）②衡量，从行业角度来看，则可以通过空
间基尼系数（GiNi）来衡量，尽管 E-G 系数③（Elli-
sion & Glaeser，1997） 综合考虑了企业和行业 2 个
维度，而且服务业集聚的二维评价模型（李文秀、谭
力文，2008） 也认为 E-G系数是检验服务业集聚程
度的较好指标，但限于本文的数据所限，本文仅采
用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服务业集聚程度，这可能在
最后的计算结果上有偏差，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中国
服务业集聚现状的判断。

Krugman（1991）等人曾用空间基尼系数来测算
美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其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G 为空间基尼系数，si 为 i 地区某产业就
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xi 为该地

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于本文采
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因此，si 为 i 城市某
产业单位从业人数占 286 个城市④该产业单位从业
人数的比重，xi 为该城市从业人数占 286 个城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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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从业人数的比重。 该系数越大说明集聚度越高，
系数越小说明集聚度越低（0≤G≤1）。
由于中国在 2003 年对行业分类进行了调整，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⑤从原来的 11 个行业调整到现
在的 14 个行业，因此，本文主要就 2003 年以来的
中国城市服务业空间基尼系数变化进行分析，具体
见表 1。 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不同的行业空间基尼系
数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2006 年， 系数最高的行业
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 0.036，而最低的是卫生、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为 0.000581， 前者是后者的
61.96 倍。
中国服务业集聚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第一个

特征是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程度较高，从集聚程度来看，中国 14 个
服务业中排名前 5 位的均为生产性服务业，从集聚
趋势来看，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出逐渐提高的动态趋
势（金融业除外），从产业的布局空间结构来看，以

2006 年为例，以城市所在省份为单位，单位从业人
员数量最多的 5 省市占总单位从业人员数量的比
例 分 别 为 34.81% 、41.13% 、45.94% 、52.12% 和
37.49%， 而且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北京、
上海、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等沿海省市，罗勇、曹
丽莉（2005）对中国 29 个制造业地域分布进行了研
究， 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也主要集中在上述几个省
市，这也印证了现实印象，即制造业集聚的地方生
产性服务业也比较集中，说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
业的强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表明两者的变动
是同步的， 根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Baumol-Fuchs Hopothesis） 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增长率是滞后的，并且这一假
说得到了来自中国数据的印证，程大中
（2004） 的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
产率增长落后于工业 3.84 个百分点，
基于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

关性（范剑勇，2006），意味着中国服务
业集聚状态是落后于工业的，但这只是
从服务业总体来看，如果具体分行业进
行比较研究，结论应该会有所不同。
中国服务业集聚的另一个特征则

是以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消费

性和公共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低。从

集聚程度的排名来看， 这些行业大部分都在 10 名
以后，而且从集聚趋势来看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
表现出降低的趋势，这可解释为这些服务业进入门
槛较低，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相
比，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所提供的往往都
是最终性服务，实际上这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的
过程，其分布更为广泛，而生产性服务业更多表现
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的服务业的服务对
象不同决定了其集聚程度和集聚趋势的差异性。
根据对表 1 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服务业中

显示了较高集聚性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房地产等知
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而这些行业与城市发展
以及人口集聚高度相关，因此，可以大致地猜测到，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应该和知识等要素集聚

程度、信息化水平、城市化进度以及制度因素有紧
密的关系。 因此，鉴于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
中的特殊地位和高集聚度的现实，本文将重点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理论假说的提出

目前关于服务业集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多数研究基本
上停留在围绕着服务业集聚的动因，进行一事一议
的研究阶段， 在研究方法上如 Laurie J. Bates 和
Rexford E. Santerre（2005）在分析医疗服务业集聚
时基本上还是沿用了用于分析制造业集聚的范式，
Moulaert 和 Gallouj（1993）曾对此提出了质疑。 本文

表 1 中国 14个服务行业空间基尼系数（2003~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07 年）。
注：在 14 个服务业行业中，生产性服务业⑥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教育；消费性服务业⑦为：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公共性服务业为：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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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
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第二部分的特征性描述和行
业之间的比较分析， 提出一个 “要素—空间—城
市—制度”的四维分析框架，作为分析中国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具体见图 1。
（一）基于要素因素

以 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
的外部经济理论认为促进产业集聚有 3 种因素：熟
练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本地大市场相联系的前
后向联系以及知识的溢出，Hoover 将 Marshall 外部
性分为 2 类：一是区域化经济外部性，二是都市化
外部性。 前两种因素表明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和中间
产品以及专业化服务的存在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

因此而得以降低，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集聚区内制造
业企业之间是上下游的关系， 对于服务业企业而
言， 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上下游关系，在
投入要素上也不存在互补性，因此，对服务业的空
间集聚已不能仅仅用工厂相互接近和工业的物质

联系所带来的总成本节约和总收益增大来解释（蒋
三庚，2007），实际上，服务业企业之间更多存在一
种竞争或互补关系。
对于第三种因素，虽然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

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 知识溢出能促进企业创新，
提高企业生产绩效，但对于服务业企业特别是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其本身就是知识密集型企业，更为
重要的一点是 Marshall 外部性的知识外溢仅限于
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之间，而服务业之间的知识外溢
则可以突破空间和行业间的限制， 以获得范围经
济，这使得知识的溢出作用将更为明显。 不少学者
（Camagni，1991；Rati et al.，1997；Keeble and Wi -
lkinson，2000a）都强调服务业的“集体学习过程”对
于创新环境演化的重要性，这使得集群中的企业能
有效地提高创新性和学习、分享和创造新知识的能

力。D.Keeble 和 L.Nacham（2002）认为相对于制造业
从需求和供应等角度来探寻集聚利益，生产性服务
业更应该从集聚学习和创新环境等角度来探寻集

聚利益。 由于服务业集群内部的知识通过正式和非
正式网络所形成的高频率的知识交流以及通过当

地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频繁的知识流动使得相比

较于制造业的知识外溢，服务业知识外溢一个重要
特点在于服务业集群中心企业往往内生于原有的

企业，也就是服务业集群中的企业通过知识外溢催
生新的企业产生，这主要可归结为制造业与服务业
的不同的行业特性，虽然知识外溢对制造业集聚具
有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制造业而言更多的还是资本
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即是物质资本，知识外溢是建
立在资本或劳动基础之上的，而服务业不同在于服
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多的还是知识密集型

即是脑力资本，因此，服务业企业更有可能通过知
识外溢途径从原有企业中分离出新的企业 （spin-
off） 或者部分员工从原有企业中离开成立新的企
业，从而使得在当地形成集聚。Neil M. Coe 和 Alan
R. Townsend（1998）对英国赫特福德郡 （Hertford-
shire）和波克夏郡（Berkshire）的计算机服务业进行
了调查， 他们发现被调查的企业中大约有 2/3 的企
业来自本地原有企业的分离或者来自原有企业员

工所组建的企业，剩下的为外来投资者。 因此有：
假说 1： 知识密集度的提高促进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
（二）基于空间因素

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在解释产业集聚时主要有 2 个核心思想：规模收益
递增和“冰山”运输成本。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引起规模收益递增有

2个来源， 一是消费者多样性需求偏好引起规模报
酬递增，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的框架下，如果
消费者显示出需求多样化偏好，那么最终产品生产
企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并且这种多样性偏好
越强，企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就越大，在制造业
中由于大量的产品存在相似性，也就是说制造业产
品的替代性较强，消费替代弹性较大，而服务业中
的消费性服务业或公共性服务业存在几乎完全的

替代性，消费替代弹性很大，这也就解释了消费性
和公共性服务业难以形成集聚的原因。 而生产性服
务业其消费对象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制造业的
生产者，这种消费者对服务产品往往有着更高的要图 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素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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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也就使得稍有差异的服务创新能极大地改变
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份额，因此，其消费替代弹性
较小，故其多样性需求就越强，所以，相比较于制造
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消费者多样性需求偏好更能促
进企业规模报酬递增；另一个来源是中间投入品的
多样性需求， 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的框架下，
如果最终产品生产使用多种中间投入品，那么在中
间投入品的生产中扩大 1 个单位的要素投入，最终
产品的产出将以大于 1 的比例增长，也就是说由于
存在中间投入产品等上下游关系使得企业规模扩

大从而导致生产成本降低，但在上文中也提到服务
业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还是竞争或互

补关系， 但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的上下游关
系，但这种关系是否能保证在服务业获得规模报酬
递增尚不明确，而且一般衡量规模报酬递增往往使
用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作为测量依据，这就涉及产
业总产出指标（白重恩，2004），但由于在中国服务
业被严重低估（岳希明、张曙光，2002），因此，本文
对此不做假设。
新经济地理学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 “冰山”运

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当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
的节约足以弥补区域之间的交易费用时，随着开放
度的提高，分散力的减弱速度大于聚集力的增强速
度，在某一临界点上，聚集力将超过分散力，使得产
业在某一区域发生突发性聚集，并在累积循环因果
关系作用下， 将放大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
应，使得产业向某一区域集聚，而且运输成本也是
影响绝对分异判别因子大小，从而保证集聚稳定的
重要因素。 由于制造业产品是有形的，其生产和消
费可以在空间和时间分离，因此，运输成本的节约
可以促使其在原有优势区域集聚，但是对于生产性
服务业产品而言，由于其大部分是无形产品，因此，
运输费用难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 正如

Moulaert 和 Gallouj （1993）、Storper （1995） 以及
Pinch 和 Henry（1999）均指出来自距离最小化的成
本节约不足以解释诸如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的集

聚，但这并不意味着运输成本节约所依赖的媒介并
不重要， 实际上有些服务业行业诸如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等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还是较重的，
只是大部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无形产品在空间上的

交易更多地是通过一种无形的网络进行，诸如金融
业等其提供的服务产品可以借助信息手段进行传

输，而不需要面对面的交易，这就大大扩展了生产

性服务业的服务半径，从而将地理上并不相邻的城
市主导产业与相关的产业集群实现对接, 按产业链
条组成多个分布在更广泛地域范围的广域的产业

集群， 这为企业寻求在空间上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使得原来区域之间处于均衡态势被打破，也就是说
在服务业集聚中，信息传输成本已经取代制造业中
运输成本成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因素。
Nunzia Carbonara（2005）以意大利产业区为例研究
了信息技术的渗透对产业集群的带来的影响，他认
为信息技术的扩散一方面不会改变原有集群的结

构， 但它会使得集群中的企业和不同集群的企业形
成网络化，另一方面，它会促使“虚拟集群”的形成。
Charlie Karlsson（2004）认为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降低
了地理上的互动成本从而扩大了区域的边界， 为拥
有内部规模经济的产业和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也就是说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市场潜能⑧的
扩大，根据市场潜能与产业集聚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刘修岩、 殷醒民、 贺小海、2007）。 Hong，Junjie 和
Fu，Shihe（2008）以 2004 年中国普查数据研究了信
息技术与产业空间集聚的关系，他们发现，集聚度
越高， 信息技术运用得越为广泛。 尽管有些学者
（Quah，2001）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员工无
需集聚在某一地方，导致向心力逐渐减低，从而使
得产业更趋向于分散而不是集聚， 但更多的学者
（Jed Kolko，1999）还是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的净
影响是促进集聚的。 因此有：
假说 2： 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
（三）基于城市和人口因素

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对城市中

的每个产业产生正的外部性。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
城市规模的扩大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提供了

空间，有效地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同时城
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居住
条件和更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些都将吸引大量
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才迁入城市（周伟林，2004）。 从
产业结构来看，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伴随着城市化率
的提高而进行的，而城市化率的提高往往促使城市
内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城市化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 制造业和服务业交替成为城市的主导产
业，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制造业是城市化的主
要动力，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市化
的主要内容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正如洪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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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所指出的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内容已
经从过去的突出人口流动向功能提升，这就使得服
务业在城市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最突出表现为“优
二进三”、“退二进三”， 城市的服务功能逐渐增强，
服务业逐渐在城市集聚，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
逐步向次中心转移，这主要可根据 Alonso（1964）的
企业投标租金模型解释为相比较于制造业，服务业
更能够承受城市高昂的土地租金而在城市集聚，此
后 ，Mills （1970）、Muth （1969）以及 Evans （1973）等
对此模型做了进一步的拓展。
高鸿鹰、武康平（2007）认为不同等级城市具有

不同的集聚效应指数， 其中 50 万~100 万人的城市
的平均集聚效应指数为-45.14，100 万人以上的城
市平均集聚效应指数为 52.94。 当然，并不是说城市
规模越大越能促进产业集聚，也就是说，城市规模
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一个城市最优规模的问题 。
Alonso（1964）阐述了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他认为城
市规模与集聚经济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Mills
（1967） 也认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诸如生活成本
上升、交通拥挤以及环境污染等不经济因素的出现
使得产业逐渐从集聚向不集聚转变。 因此有：
假说 3：在一定范围内，城市规模的扩大能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四）基于制度因素

产业集聚程度往往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如开
放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促进产业分工，提高区域专业
化水平，从而促进产业集聚，而保守的政府行为容
易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 从而阻碍产业集聚。
白重恩（2004）等人在考虑产业的地区集中度的决
定因素时，重点考察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他们
发现， 在利税率较高以及国有化程度较高的产业，
地方保护主义更趋严重，产业的地区集中度也相应
较低。 但是，由于制造业的产品更易于统计，特别是
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 在目前中国以

GDP 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下，许多地方政府将更多
的精力集中在促进制造业发展上面，他们更倾向于
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外资以及通过采取扶持

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的产业政策，从而拉动地
方经济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的集
聚，虽然一些地方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但越来越
多的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招商引资对地方经济的

拉动作用，因此，较大的政府规模往往具有较强的
行政干预能力， 如通过设立各种级别的工业园区，

促进产业集聚，进而提升当地经济能级，以此作为
自身晋级的资本，所以说，政府规模与制造业集聚
之间存在的是正相关关系，本文第四部分证明了这
一观点。 而政府部门对待服务业则存在着截然相反
的态度，由于很多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业、科学研
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
因此， 这些行业受来自政府干预的影响更为敏感，
更容易受政府管制，因此，相比较于制造业集聚，政
府的行政干预一般是起着阻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此外，许多政府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对生产性服务
业的替代，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会对一个地区的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抑制等负面作用。
汪德华等（2008）以 114 个国家为样本讨论了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他们认
为以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

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
比重显著负相关， 国外学者诸如 Ram（1986）、Barro
（1991） 等人都验证了政府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负
相关关系，因此有：
假说 4： 政府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成

反比。

四、计量模型
（一）计量方法

本部分主要考察理论假说在中国现实的可行

性，由于要检验不同的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影响程度，因此，本文在计量方法上主要采用线性
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以 4 个假说所形成的 4
个变量为基础模型（xi），同时考虑其他几个控制变
量，如根据制造业集聚的研究结果，地理位置对于
产业集聚存在重要的影响，那么本文通过引入地理
位置这一虚拟变量进行考察， 另外，D.Keeble 和 L.
Nacham （2002）、Neil M. Coe 和 Alan R. Townsend
（1998）以及 Moulaert 和 Gallouj（1993）等人均认为
服务业集聚应该在全球网络的背景下加以考虑，因
此，本文引入 FDI 这一控制变量，试图考察在全球
化背景下，FDI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什么样的
关系，同时，为了避免模型设置存在遗漏变量的偏
误，本文引入滞后因变量。 在模型的检验上，由于本
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容易存在异方差性从而导致
计量结果存在有偏估计的可能，为了避免异方差性
对计量结果的影响， 本文借助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GLS）进行修正，同时，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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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加以研究从而检验模型的稳定性。 另外，根据本
文的研究结果，在 4 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城市规模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贡献最大，因此，根据城市
最优规模理论，本文在第五部分中重点考察了这一
变量的影响，在模型设定上采用了非线性模型进行
了研究。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本部分根据 2006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截面
数据分别检验各个因素在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根据实际数据的可得性和一
致性， 本文选取了其中 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
样本，数据主要来自《200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200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在模型的选择上，我
们根据上述的计量方法，将计量模型形式设定为：

servicei=α0+α1xi+α2service-t+α3east
+α4（fdii /fdi）+ui

xi=β0+β1（jsyci /jsyc）+β2（yddhi /yddh）
+β3（csrki /csrk）+β4（czzci /czzc）
其中，α0、β0 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β1、β2、β3 和

β4为待估参数，ui为误差项。
（三）变量的选择

（1）service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程度⑨， 由于本文受数据限制未能分行业研究服
务业集聚，而是将生产性服务业⑩作为研究对象，因
此以往的空间基尼系数、E-G 系数或 Hoover 地方
化系数等反映行业集聚程度的指标均不适用于本

部分。 在关于各个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上国内外很
多学者都用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衡量产业集聚（Wen，
2004；金煜，2006），由于制造业产品是有形的，在统
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上都已经较为完善，采用这样的
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对于服务业的核算，上
文已经提到过由于中国服务业被严重低估，采用总
产值比重来衡量地区服务业集聚不太合适， 因此，
本文采用了城市单位从业人员与全国城市平均单

位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程度。
（2）east表示虚拟变量。 根据经济地理学理论，

产业集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引

起的，如资源禀赋等，为了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是否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本文在模型设定上引入虚
拟变量 east，如果所在城市为东部，该值为 1，如果
属于中西部地区，则为 0，鉴于东部地区在区位优势
方面的现状，本文预期其符号为正。

（3）service-t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t 期滞
后。 产业集聚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存在累积循环
因果关系， 为了描述这一关系， 模型引入滞后因变
量，由于产业集聚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滞后期
的选择上不同于以往的 1、2期，我们选择滞后 7期，
即以 1999年各个城市的服务业集聚度为基准輥輯訛。

（4）fdii表示第 i个城市的 FDI 存量,fdi 表示全
国城市的平均 FDI 存量， 根据国外的发展经验，本
文预期其符号为正。 在数据获取方面，由于目前还
没有关于全国各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 FDI 数据，
但是考虑到本文采用第 i 城市和全国平均值的比
值，而且 FDI 和生产性服务业 FDI 存在高度的线性
相关，因此，本文用整个城市的 FDI 和全国平均水
平的比重。 同时，考虑到 FDI 发生作用有一定的滞
后性， 为了综合考虑 FDI的作用， 本文采用了 FDI
存量指标輥輰訛。 FDI 存量计算方法参照资本存量计算
方法， 我们以 2004~2006 年为时限，2004 年第 i 城
市的 FDI存量为：

FDIi2004=fdii2004/（gi+α）
其中 ：fdii2004 表示 2004 年第 i 个城市当年的

FDI 流量，gi 表示第 i 个城市 2004~2006 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α 采用 6%作为折旧率 （Hall 和 Jones,
1999） ,2004 年以后年份的 FDI 存量采用永续存盘
法公式计算:

FDIi（t）=FDIi（t-1）-αFDIi（t-1）+fdii（t）
而且，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FDI 的流向也发

生了显著变化，Sharmistha （1989） 实证分析了在美
国影响 FDI 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 FDI 具有显著的
时间和空间特征，FDI 逐渐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部
门，因此，考察 FDI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系颇
具意义。

（5）jsyci表示第 i 个城市每万人拥有的高等学
校专任教师数量，jsyc 表示全国城市每万人拥有的
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平均水平，两者的比值作为
城市知识外溢的代理变量。 尽管在制造业集聚中也
强调知识外溢的重要性，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
就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外溢程度对于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而言更加重要， 正如 Pontus Brauner-
hjelmh 和 Dan Johansson（2003）在对瑞典 1975 年和
1993年的产业集聚决定因素研究后指出的那样，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并未表现出更高的空间集聚度，而
服务业集聚度最高的 10 个行业中， 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占了 50%，当然，也有学者用地区人口平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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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个影响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回归结果

教育年限表示（金煜，2006），但是采用高等学校教
师指标更能说明问题（李金滟、宋德勇，2008）。

（6）yddhi表示第 i 个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汪斌、
余冬筠（2004）曾利用信息化综合指数（CIIC）测算
了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但由于该指数涉及众多指
标，鉴于数据所限，本文仅以其中一个指标人均移
动电话表示 ，cyry 表示该城市的单位从业人员数
量，两者的比值作为衡量信息化水平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的作用，当然，衡量信息化水平还有其他指
标，如邮电、互联网等。

（7）csrki表示第 i个城市的城市规模， 我们用
Alonso（1964）的人口指标来表示城市规模，csrk 表
示全国城市人口数量的平均值，用两者的比值来衡
量城市规模对服务业集聚作用。 由于城市规模的扩
大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
此，两者关系的预期符号为正，这与已有的研究（江
小涓，2004）輥輱訛结论相符合。

（8）czzci表示第 i个城市的非公共财政支出水
平，以此表示第 i 个城市的政府规模，czzc 表示全国
城市非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的平均值，用两者的比值
来衡量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在衡
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上，Gwartney 和 Lawson（2005）从
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等 4 个方面进行综
合评分，本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用政府非公共财政
支出来表示政府规模， 即政府规模=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科学支出-教
育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
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实证结果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城市
发展不平衡，在人力资本的分布、信息
化水平、城市规模和市场化程度等都存
在差距的情况下，本文将中国城市分为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加以考察，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
宁、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等 10 个省市共 96 个城市，而剩余的为
中西部共计 126 个城市，表 2 报告了模
型的回归结果。
从全国层面来看，各个解释变量均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个解释变量
对中国服务业集聚具有比较强的解释

力。 模型（2）和模型（3）在基本模型（1）

的基础上引入了虚拟变量、滞后因变量和 FDI，回归
结果显示地区虚拟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表现出
负相关关系， 这似乎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也与胡霞
（2008）輥輲訛的研究结论相矛盾，而地理因素相对于制
造业而言更为重要，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东部
地区比中西部地区集聚程度高出 0.057 个单位，这
意味着相对于制造业集聚， 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更多地是依赖于下文提到的人力资本、 城市规
模等方面的优势，而并不依赖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滞
后因变量的影响系数为正， 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受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影响较大，当然，这一因素对制
造业集聚影响更大，其影响系数高达 0.903，从而也
印证了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存在，模型（3）在综合
考虑各个变量的影响后，发现滞后因变量的系数增
大，其他影响因素相应地降低，这从侧面反映了在
不考虑滞后因变量的情况下， 模型结果存在偏误，
在引入滞后因变量后，部分影响因素通过滞后因变
量加以体现。 模型（4）和模型（5）分地区检验了各个
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
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受累积循环因
果关系的影响。 同时，模型（6）研究了各个因素对制
造业集聚的影响，从侧面论证了本文的假说。
全国层面的回归模型和分区域层面回归模型

两个维度的研究有力地论证了本文所提出的 4 个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 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5%，*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0%。 由于本文
所用的是截面数据，为避免异方差，我们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原模型，得到随机误差项的近似
估计量 ui并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LS），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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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代表知识密集度的万人高校教师数量虽然

从全国来看表现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负相关性，
但从分区域来看，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但在区域
上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东部地区的知识密
集度的系数为 0.0015，而在西部只有 0.0042，这并
不意味着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不如中西部，这主要
说明在中西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更能促进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东部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水平高于中西部。 但是制造业上，知识密
集度水平对制造业集聚影响为负，这与一般的研究
结果有一定的出入，这反映出目前中国制造业集聚
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知识密集度要
求不高，这也进一步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知
识的依赖性。

（2）信息化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面影
响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信息化水平与服务业集聚

密切相关，这也有力地反驳了 Quah（2001）等人提
出的“经济地理距离消亡论”和“集聚经济终结论”
的观点。 但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化水平（0.0043）相比
较东部地区（0.0011）更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
度的提高，这似乎与现实相矛盾，这可解释为由于
本文只采用人均移动电话和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

比重来衡量信息化水平，未考虑互联网等其他表现
信息化水平的指标，如果综合考虑各种体现信息化
水平的指标，并分权重加以检验，可能更加接近实
际情况。

（3）在城市规模的解释上，城市规模增加 1 个
单位可以提高 0.039 个单位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度，这也解释了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容易在城市发生
集聚，而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对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表现出不同的函数关系（具体见本文
第五部分）。 而城市规模同制造业集聚的负相关表
明现阶段城市昂贵的地租以及其他生产成本使得

制造业在城市地区实现了从集聚向扩散的转变，这
也与吉昱华（200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4）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也表
现出预期的负相关，即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009，但是从分地区来看，中
西部城市受政府规模影响更大，这主要归因于东部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距和行政干预

的力度，由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政府的服务
意识强烈，这使得东部地区在产业管制、市场进入

门槛上较中西部地区宽松，特别是服务业诸如金融
领域等受政府规制影响较大，这也使得目前很多东
部地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型，而
中西部地区受传统的计划经济影响较大，从而表现
出过多的行政干预。
而 FDI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则与预期表

现一致，虽然 FDI 对全国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表现出预期的积极作用（0.0012），但从分区域角度
看，相比较于东部地区，FDI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 这一方面可能由于不能获取服务
业 FDI 而间接采用全部 FDI 与全国的平均值的比
重有关，从而造成一定的误差，另一方面则是现实
的情况的真实反映 ，根据程大中 （2005）等人的研
究，中西部地区在农林牧渔业、地质勘查与水利管
理业等方面存在较强的集聚趋势，东部地区主要在
诸如金融、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业上存在集聚的趋
势，说明东西部在服务业集聚上的差别，这也恰好
说明 FDI 在促进中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方面更
有作为，虽然由于资本逐利的本质，FDI 往往选择基
础设施较好，产业体系完善，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
而东部地区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特别是中国三大
经济圈的形成，制造业高度的发达，为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这也为 FDI 投资生
产性服务业并获利提供了条件，但随着中西部地区
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 FDI 流向
该地区提供了制度租金，从而为 FDI 以更快的速度
促进中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扫清了障碍。

五、关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
响因素的非线性命题讨论輥輳訛

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一个重要区别就在

于服务业集聚在区位选择上要求更高，就是说服务
业在区位上更倾向于选择城市 （Coffey & Bailly，
1992；O’Farrell，1995；Jed Kolko，1999）， 对于城市
规模而言，是不是城市规模越大越能促进服务业集
聚呢？ 或者说是否会存在“拐点”，如果说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拐点”又有什么样的表现特征，是否会因
区域不同而不同呢？ 下文都将对此进行研究。
既然谈到“拐点”，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城

市规模因素和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

还是非线性关系， 本文考虑在城市规模代理变量
（csrki /csrk）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个（csrki /csrk）2解释

变量，作为检验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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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线性关系，同时，本文还将简单考察包括消费性服务业和
公共性服务业在内的整个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

系輥輴訛，为此，本文将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讨论（见表 3）。
根据城市产业集聚和城市规模的关系，城市规模对城市产

业集聚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可能存在一个“拐点”，不是城市
规模越大，越能促进产业集聚，两者均存在一个区间值，在这个
区间范围内，两者是正相关，超出区间范围两者存在负相关，也
就是说服务业集聚和城市规模会呈现“倒 U”型结构。 但是从东
部地区来看，在原方程引入（csrki /csrk）2后，（csrki /csrk）2前的
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在中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集聚
呈现的不是“倒 U”型结构，而是相反的“正 U”型，但是（csrki /
csrk）2前的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輥輵訛，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东
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之间仍然遵循模型（5）
的发展路径，即两者存在着长期的线性关系，或者说，东部地区
城市将长期处于集聚效应递增阶段。
而中国的中西部城市的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

表现出符合我们理论预期的“倒 U”型的形状，具体见图 2（实线
部分）。
图 2 和表 3 表明当集聚突破 “拐点” 即城市相对规模为

5.567 时，集聚效应开始降低，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假说 3 提
出的在一定范围内，城市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而在“拐点”，目前中西部城市中尚未有城市超过这一临界
值，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城市还远未达到这一临界值，
说明大部分的中西部城市还是处在集聚效应递增阶段，但“拐

点”已经出现，可以预计的是当中
西部的城市相对规模超过 5.567
时，集聚效应开始降低。 Naresh 和
Gary （2003）在 Swann （1998）提出
的集群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认为服
务业集群产生的积极效果并不会

无限期地持续存在，到了一定的临
界点就会成熟，最终会导致集群的
衰落。 Sam 和 Kee-Bom（1998），分
析了汉城（首尔）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演化，发现汉城（首尔）生产性
服务业的集聚逐渐演化成一种“多
核心”的局面。 与东部地区的集聚
效应降低的“拐点”尚未出现相比，
中西部城市在享受服务业集聚的

时间上较东部地区更短。如果考虑
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曲线由曲线 a 变
为则整个服务业集聚曲线 b輥輶訛，拐

点为 2.262， 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有更
长时间的集聚效应，这也进一步论证了
生产性服务业比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

性服务业具有更高的集聚程度。
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城市规模与服

务业集聚非线性关系来看，存在一个共
同点就是目前都处于服务业集聚效应

递增阶段，吉昱华（2004）等将中国城市
按市区非农业人口从大到小排序，分别
对从最大的城市到第 20、50、80、110、
140、170、200 和 230 位的城市进行了研
究，得出了与本文类似的结论。 而不同
点在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将长期存在服

务业集聚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有
限的服务业集聚效应，这同时也为我们
国家制定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

思路。

六、政策含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服务业集聚趋势日益明朗，因此，如何
强化集聚趋势，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发
展，从而实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服务
业大国转变，最终成为世界的经济增长
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进服务业集聚的政策取向上要

本着强化积极作用，弱化负面影响的原
则，继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城
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东部地区和中

表 3 中国分地区城市规模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非线性回归结果

注：*** 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

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5%，*代表显著性
水平为 10%。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标准
差。

图 2 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非线性关系图
注： 曲线 a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的非

线性关系； 曲线 b 表示考虑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
业在内的整个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具
体函数形式见注輥輶訛， 而曲线 c 和曲线 d 本文并没有将其
具体函数形式表示出来， 只是基于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推
导，具体见本文第六部分的政策含义说明。由于城市规模
和服务业集聚度均为正数，因此，本文只将它们在坐标轴
中的第一象限部分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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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教育方面特别是高等教育存在较大的差

距，这也直接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程度，因此，在政
策和资金方面应予以一定的倾斜；同时，鉴于信息
化水平对服务业集聚的较大带动作用，在实施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同时可实施信息化带动服务

业战略，加快中国服务业与国际接轨；由于城市规
模对于服务业集聚的特殊性，在政策方面应因地制
宜，对于东部地区的城市由于将长期存在集聚效应
的实际状况，东部地区城市发展战略应侧重发展大
城市，对于中西部城市而言，在强化人力资本、信息
化水平加快集聚速度的同时（见图 2 曲线 c），要注
重挖掘城市内在的潜力， 促使函数曲线向右移动
（见图 2曲线 d），从而延长集聚效应，而在目前西部
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在选择以城市作
为增长极情况下，城市规模的选择主要还是偏重发
展中小城市，不能盲目求大、求快；在对待服务业外
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上， 除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外，
应认真借鉴外商在服务业方面特别是生产性服务

业的管理经验，同时，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形
成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业集群。 另外，由于政府规模
和服务业集聚的负相关，因此，为了生产性服务业
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精简
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大包大揽，把政
府的职能集中在制度的建设、环境的治理以及完善
市场机制上面，从而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
的体制环境。
（作者单位：陈建军，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

研究中心；陈国亮、黄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责任
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意见， 一种以
Walker（1985）等人为代表提出了服务业的“分拆”假说强调服务
业是原来制造业的外包， 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随着社会
分工的发展，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Abraham 和 Tay-
lor（1996）列举了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 3 个理由：一是
工资和利润的节约，二是平滑在高峰期时的工作量，三是获得专
业化的服务，其中第三个理由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而 Tschetter
（1987）等人则根据实证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服务
业特别是商业服务业代表着一种新的产品技术， 而不仅仅是产
品生产的再安排。 目前，大部分学者还是持前者观点。

②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其中：X 代表市场总规模，Xj 代表 j 企业的规模，zj 代表第 j 个企
业的市场占有率，而 N 则表示该产业内部的企业数量。

③E-G 系数计算公式： ,

其中：G 代表空间基尼系数，xi 表示 i 区域全部就业人数占经济
体就业总数的比重，而 H 则表示赫芬达尔指数。

④本文在计算中国服务业空间基尼系数时采用的是全国

286 个城市的数据，而在第四部分计量模型中由于存在因变量的
滞后期（滞后 7 期）,而且由于地级市设置的变化，因此，在计量模
型中我们选取了 1999 年和 2006 年共同样本为 222 个城市，具
体见注輥輯訛。
⑤“第三产业”和“服务业”两个概念内涵基本上相同，只是

在国际上“服务业”为通用概念，因此，在本文中的“服务业”与
“第三产业”视为同一概念。
⑥生产性服务业概念（Producer Service）由美国经济学家 H.

Greenfield 最早提出，它指的是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即可用于
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 。 格鲁伯和沃克
（2003，中译本）也做了类似的定义，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与直接
满足最终需求的消费性服务相对应，是指“那些为其他商品和服
务的生产者用做中间投入的服务”。
⑦消费性服务业是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 它指的是以

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或基本民生要求的服务业。 相比较生产性服
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侧重的是“结果”，而生产性服务业侧重的是
“过程”。
⑧市场潜能函数可表示为 mpr=∑j[（eτdrj）1-σYj]/Gj,其中，Yj、Gj

见理论模型推导说明，eτdrj 为在制造业情况下的运输费用， 由于
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运输费用由信息技术实现，因此，在保持其
他变量不变情况下，mp 生产性服务业>mp 制造业。
⑨服务业集聚程度这个概念既有行业比重也有空间分布上

的含义， 这种空间分布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全国范围的空间分
布，这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有所论述，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单个
城市内的空间分布，这属于比较微观范畴，由于本文是以全国范
围为研究对象，因此，单个城市内的空间分布不在本文的研究范
围之内，实际上，城市的行业比重就是城市内部各个行业在该城
市空间上的加总。
⑩本文在这里只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做分析， 在第五部分

将包括消费性和公共性服务业在内的整个服务业的集聚做一个

简单的分析。
輥輯訛本文之所以选择 1999 年为基准年， 主要在于 1999 年以

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关于从业人员的统计指标为全部从业人员

数量，1999 年以后其统计指标为单位从业人员数量， 略有不同，
为了避免统计上的误差，我们以 1999 年为界，当然，如果能取得
一致的统计口径，选择的年份可以往前选择，这样更能反映服务
业集聚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作用， 汪德华、 张再金和白重恩
（2007） 曾以 1991 年为基准衡量各国服务业比重的现期差异受
历史因素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中国的行政体制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
就是地级市设置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有些
地级市被撤并，有些新设立，而本文研究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
本，因此，滞后期越往前推移，滞后期的年份与 2006 年的共同样
本势必大量减少，同时，考虑到有些城市有些变量统计缺失，在
考虑以上因素后，1999 年与 2006 年的共同样本为 222 个城市。
以 1999 年集聚度为基准主要反映 1999 年的服务业集聚对现在
集聚度的影响，从而体现累积循环因果作用。 感谢匿名审稿人就
此提出的质疑。
輥輰訛本文 FDI 之所以采用名义值而没有采用实际汇率进行转

换，主要是考虑到本文的 FDI 是第 i 个城市的 FDI 存量和全国的
平均值的比重，是一个比值，因此，在计算过程中消除了汇率因
素。 感谢匿名审稿人就此提出的质疑。
輥輱訛江小涓（2004）认为影响一个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

主要有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而人口规
模即城市中的人口总数对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影响系数为

正，且在 10%水平上显著。
輥輲訛胡霞（2008）采用 2005 年中国 285 个城市的截面数据对

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进行分析， 在地区虚拟变量上将中国划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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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中西 3 部分，这也是大部分研究的划分方法，本文为了研究
方便，只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在胡文的研究结论中，中国的东部
和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輥輳訛匿名审稿人根据假说 3 提出将本部分与第四部分合并讨

论，这也是一种思路，本文之所以将两者分开讨论主要原因在于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城市中， 而且从全国样
本中的影响系数来看，除了滞后期的影响因素系数外（0.657），城
市规模影响系数最大（0.039），因此，有必要单独加以讨论，当然，
其他影响因素对服务业集聚也产生重要影响， 均可单独加以讨
论， 如信息技术水平对影响制造业集聚的运输费用的替代将使
服务业集聚表现出新的特征，只是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展开详细
的论述。

輥輴訛虽然不同服务业类别的集聚存在不同的特征和影响因
素，在这里为了简单地考察整体服务业集聚情况，我们假设生产
性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集聚在影响因素等
方面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
輥輵訛本文中东部地区的 （csrki /csrk）2系数如果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东部地区存在一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递减的阶段，但“正
U”型的曲线的拐点为-1.156，这对城市规模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已经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递增

阶段，按照国外城市发展经验东部地区仍然会进入“倒 U”型的
集聚路径，只是东部地区城市规模相对较大，根据模型表明东部
地区的城市发展尚未到达这一“拐点”，因此，不管二次项系数是
否显著，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正处于集聚递增阶段。
輥輶訛如果考虑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 中国中西部地

区服务业集聚非线性函数变为 ：service=0.103-0.0037 （csrk/
csrk）2+0.0167（csrk/csrk）+0.007（jsyc/jsyc）-0.023（fdi/fdi）+0.003
（yddh/cyry）+0.01（czzc/czzc）+0.793servic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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